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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企业的“漂绿”实践及其逻辑
———基于 M 牧场沼液污染的经验研究

汪 璇
(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其中以企业的污染治理尤为突出，解构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采取的

“漂绿”策略，对于理解当前企业环境治理困境至关重要。案例研究显示，企业以公众污染感知为靶向，

在与政府、媒体、当地群众互动中分别采取了合理化环境指标、形象整饰、分化利益群体的“漂绿”策略。

污染企业“漂绿”实践背后的具体逻辑分别为:污染问题治理的长期性与治理效能显现的短期性要求之

间的冲突造成了地方政府的遮蔽倾向; 在市场逻辑驱动下，企业通过媒体有选择地披露信息，在积极宣

传正面形象的同时，转移污染责任和公众注意力; 利用经济利益模糊村庄受益、受害圈的边界，鼓励搬

迁，降低村民的发声意愿与力度。污染企业一方面遮蔽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技术变革来降低污

染，使得环境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障碍。解决企业污染问题，需要对污染问题“去蔽”，而这需要政府、企

业、媒体、群众等环境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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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绿”( Greenwash) ，作为舶来语，自 2009 年《南方周末》首次公布“中国企业漂绿行为排行
榜”以来，就开始进入公众和学界的视野，然而却一直没有获得较高的关注度。“漂绿”这一概念伴
随西方绿色消费潮流而生，起初是指企业为了迎合市场和消费者［1］、提升竞争力［2］、获得绿色“溢
价”或政府政策倾斜，在绿色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以“绿色”为卖点，采取的表面性或象征性绿色
宣传［3］，有选择地披露有关组织或产品的环境绩效等正面信息、隐瞒潜在的负面信息［4］的企业行
为。2008 年，发表在《工业设计》杂志上的一篇标题为《对工程师们有用的环保新闻》的文章首次
提及“漂绿”一词。当时国内对“漂绿”的理解主要还是遵循市场逻辑，将“漂绿”定义为“公司为了
经济效益，扭曲或夸大其产品的环境效益的行为”［5］。2009—2017 年，《南方周末》公布年度企业
漂绿行为排行榜 9 次，所涉企业均触及法律底线。随着《南方周末》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内公众
对“漂绿”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漂绿”不再只是一种市场行为，更是在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极
低的“漂绿”代价驱使下的企业越轨行为。有学者注意到信息披露的滞后性与企业收益的关联，即

56

［收稿日期］2020－12－1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耿车模式’的绿色转型”( 19SHA002)
［作者简介］汪璇( 1994—) ，女，安徽马鞍山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企业可利用信息披露的时间空隙获利［6］; 还有学者注意到了“绿色”与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的关
联［7］。除此之外，“漂绿”尚没有得到学界更加深入的关注。

在中国本土语境下，“漂绿”作为一种虚假宣传，不仅容易误导消费者、影响市场秩序，还与环
境破坏、健康威胁、社会不公平挂钩。在《南方周末》公布的年度企业漂绿行为排行榜中，此类案例
不胜枚举。例如，以 GL电器为首的 8 家知名企业为骗取国家节能惠民政策补贴，多报、虚报节能
销量;又如，WLM公司一直宣传节能环保、绿色供应链，却在 2009 年监测的 40 个样品中被发现含
有 50 余种农药残留;再如，SH集团，自称要打造中国的“绿色煤都”，却在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开采
煤矿和兴建化工企业，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下降。随着政府的持续介入以
及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部分企业有所收敛，但仍有企业寻找政策模糊地带、采取更为隐蔽的“漂
绿”策略。吊诡的是，在环境立法不断严苛、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的情况下，企业“漂绿”行为仍然得以存续，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伟等认为，问题引爆机制的缺乏
是关键因素［8］。周慧等认为，处于垄断地位或优势地位的龙头行业与中小企业相比之所以具有更
加强烈的“漂绿”倾向，是因为其产品的不可替代性，换言之，消费者无法通过停止购买来实现对企
业“漂绿”行为的处罚［9］。刘传红等通过分析企业“漂绿广告”的发生机制发现，“漂绿广告”之所
以能够实现，实际上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受众三者合谋的结果，尽管受众是“漂绿广告”的
直接受害者，但在“漂绿广告”的运作中，他们却在无意之中参与到这场“造绿”活动中［10］。此外，

王菲等关注媒体在企业“漂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即媒体虽然也参与环保活动，但只介入“曝
光”环节而非“定罪环节”，且对相关问题关注度缺乏持续性［11］。“漂绿”不仅是单个企业行为，而
且还是在“国家—市场”框架下企业与政府、民众、媒体之间互动、博弈甚至合谋的社会过程; 不是
某个主体在一瞬间发生的某个动作，而是在各主体互动过程之中不断调适的整个过程，各主体的

行为选择与逻辑值得社会学界关注。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对华东地区丹村 M牧场的“漂绿”行为展开研究。M 牧场曾入选《南方
周末》年度企业漂绿排行榜候选名单，至今仍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其“漂绿”行为具有一定
程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2006 年，M牧场入驻丹村，使丹村成功脱贫，同时也给丹村带来了沼液污
染的环境风险。2008 年的一场特大暴雨使 M牧场隐蔽的沼液乱排行为暴露于人前。通过丹村村
民的不断努力，丹村沼液污染的事实一方面借助媒体为外界所知，另一方面随着牧场被勒令整改

而有所缓解。此后，从政府文件上看，M牧场在沼液处理技术升级、改善周边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
的努力，官方监测数据基本达标，丹村村民的相关反映趋近于零。从新闻报道上来看，M 牧场积极
改进沼液处理设备，不断提升沼液处理效率，积极促进沼液还田，环境整治较为成功，污染问题似

乎已得到解决。然而，通过笔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丹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存在且污染形势比较
严峻。为何文本事实与实际事实截然相反? 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如何? 探寻以上问题背后的社会
机理，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目的。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思路

由于学界对“漂绿”的研究有限，所以需要从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中汲取营养。环境社会学研究
倾向于从建构论的角度出发，在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隐形机制研究之中探寻其中的影响因子和
深层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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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问题的呈现与“问题化”

环境问题的呈现，即环境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并呈现在公众眼前的过程，也即环境问题的“问
题化”结果，是国内外环境社会学界的研究重点，相关研究尤其强调环境问题呈现过程中的互构
性。例如，Pellow 等将环境不公平问题的形成过程视为“多方行动者在一定政治经济框架中，为争
夺有价值的环境资源而互动的动态演变过程”［12］; 陈涛等在分析蓬莱 19 3 溢油事件的问题化机
制时，也着重阐述了政府、科学家、大众传媒、社会公众和渔民等多种力量的角逐过程［13］。此外，

从某一主体角度出发探讨环境问题呈现的关键因素亦是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流。彼得·L·伯格
等关注主体对世界的理解、解释与日常知识、生活经验的动态关联以及主体之间关系的极高灵活
度［14］。我国学界对环境问题呈现机制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陈阿江认为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是环
境治理的前提条件，而技术是清晰呈现污染问题的有效工具［15］。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更多将
“问题化”视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武器和抗争“造势”的工具［16］。韦长伟将“问题化”逻辑的目
标呈现划分为合法化建构、获取社会支持、试探性施压三级，其总结了“问题化”的说、闹、缠三
种策略［17］。

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明确界定了利益相关者的边界，尤其关注各行动主体的互动策略对环境

问题走向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正向建构”的色彩。目前学界关于“漂绿”的研究多从企业的角度
出发，采取“企业—其他主体”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因此，多主体视角的分析方法对于企业“漂绿”

实践的研究具有启发性。
2． 环境问题的“隐形”与“去问题化”

环境问题的“隐形”机制，作为呈现机制的另一面阐述，意在探寻环境问题得以“去问题化”背
后的社会机理。在理想状态下，当环境污染发生时，环境问题遵循“环境污染—社会影响—社会反
应—社会问题”的逻辑成为社会问题。但在现实过程中，环境问题所涉主体间的竞争、冲突、顺应
与合作的不断演化决定了环境问题的最终走向。环境问题为何走向“隐形”? “受益圈 /受苦圈”

理论较早地关注到污染所涉群体的受益、受害程度对其针对污染问题的态度以及解决问题的动力
的影响［18］。陈燕从汉尼根环境建构论的角度出发，将环境问题“隐形”的影响因子归结为缺乏科
学权威的支持、媒体的舆论宣传、可见的经济刺激、科学普及者、制度化赞助者［19］。
“去问题化”是环境问题走向隐形的工具。包士康等在 2011 年首次提及“去问题化”的概念，

并将其界定为“当某种社会现象虽然具备了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社会现象
没有被公众尤其是没有被政府或权威机构认定为社会问题，而试图采用政治的或经济的手段来应

对的过程”［20］。崔凤等关注技术、政策之外的社会不同层面的联结对污染问题隐形化的影响，归
纳了隐形环境问题的特点:污染源头是不值钱的小企业、影响效果有限、没有大规模的群众事件发
生等［21］。陈阿江关注“显性问题隐性化”的现象，以联席会议机制为代表的环境治理策略，使显性
环境问题变为隐性环境问题，即使污染看似得到解决，但实质上仍然存在［22］。此外，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去问题化”这一概念使用率不高，但在许多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例如，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过程中，为完成上级政府的检查任务，基层政府倾向于有针对性地选择易于体现目标效益的

非技术性治理模式( 如刷墙、办宣传栏等) ［23］。张继焦在研究中提及了我国政府与企业庇护与被
庇护的“伞式关系”［24］，对于理解在环保督察政治背景中，地方政府在完成整治指标与保护地方支
柱企业之间摇摆、承担“保护伞”角色、掩盖支柱企业污染事实的行为具有启发意义。李彩虹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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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坝村调查中发现村干部在积极问题化、获得抗争胜利后，因为地方政府施压、本村青年婚姻问题
等原因，转而有意识地为村庄“去污名化”［25］以抵消“问题化”了的环境污染给村庄带来的负面影
响。可以说，“去问题化”策略研究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缺乏以企业为主体，讨论企业与其
他主体互动逻辑的动态研究理路。

3． 评述:企业“漂绿”与公众污染感知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问题化”是普通群众利益表达的工具，“去问题化”则多涉及政府层

面。“去问题化”作为一种处理策略，不仅适用于政府，同样适用于企业，且极具社会学意味，可以
解释企业“漂绿”行为与污染隐形之间的关联。企业作为建构主义视角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一直
没有被作为研究重点，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观察污染的“去问题化”逻辑与过程具有创新性。

陈阿江提出了环境问题呈现的三个维度:①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 ②技术测量所呈现的状态;

③社会感知的状态［15］。公众的污染感知是判定污染问题走向“呈现”还是“隐形”的主要指标，其
可以被划分为两个维度:技术感知和社会感知。首先，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无法完全体现，而科学
的技术测量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物质世界的客观状态。在技术壁垒下，公众只能依靠官方数据感
知污染程度。在官方数据显示污染程度低时，公众无法身临其境，难以直接感知受污染环境，往往
会选择相信污染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次，社会感知即公众对于污染问题的关注和认识，是污染
问题是否成为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可以细分为社会影响( 包括范围和程度) 、当地群众反应两个
指标。在环境抗争研究中，“把事情闹大”的行动策略是受污染群体利益表达的主要手段，实际上
是提升公众对污染问题的感知程度，将环境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层面，以期维护自身利益。因此，

公众的污染感知是企业“漂绿”策略的直接靶向。而企业的“漂绿”策略如何作用于公众污染感
知，从目前来看，仍处于“黑箱”之中。企业种类多样，业务类别繁多，因此，本文只能尝试借助于建
构论，通过剖析某一典型案例，来一窥企业“漂绿”的实践策略及其逻辑。本文运用田野调查、文献
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对 M牧场“漂绿”行为的分析，探寻背后各主体行为的运作逻辑，揭示企业
“漂绿”行为何以被选择、何以能够存续的社会机理。

二、“依附”政府:“政经一体化”下的环境指标合理化策略

1． M牧场及其沼液污染
2006 年，M牧场作为某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配套牧场落户 AS 市贫困村丹村，是我国第一个

万头规模的奶牛养殖基地。M牧场虽然作为原奶供应基地，不需缴纳任何税款，但其配套的大型
乳企却是 AS市财政收入的支柱型产业。为配合 M 牧场落地，AS 市政府提供了投资补贴、免基础
设施建设费用、无偿提供千亩建设用地等优惠政策，最终 M牧场仅直接投资 4 000 万元。在“三聚
氰胺事件”爆发前，乳品企业的原料来源以“散户养殖+奶站收购”的模式为主，“三聚氰胺事件”爆
发后，政府开始鼓励乳企自建牧场进行规模化养殖。自 M 牧场建立伊始，牧场的规模化养殖模式
就因为其本身可能带来的防疫风险和污染风险而为专家、媒体所诟病，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
其似乎成为保证乳品安全的最佳选择。此外，M 牧场给丹村提供了一百多个就业岗位，帮助丹村
完善基础设施，实现脱贫。

巨量沼液的处理问题是以 M 牧场为代表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基地的“痛点”所在。首先，沼液
生产速度极快，产量极大。2006 年，M牧场的存栏奶牛量为 7 500 头左右，平均每日排泄牛尿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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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牛粪 375 吨。其次，沼液的消费速度极低，这是因为: 第一，沼液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稀
释后才可以使用;第二，沼液作为肥料的施用量极低，且使用具有季节性; 第三，沼液在丹村没有市

场，村民没有将沼液作为肥料的习惯，也不愿意出钱购买，更倾向于使用农家肥。最后，在土地配
比不够的情况下，无法单纯依靠还田的方式消纳沼液。根据 2018 年 1 月 22 日农业部公布的《畜
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的要求，每 10 000 头存栏奶牛牧场的粪肥全部就地利用所需水
稻田面积多达 11 363．63 亩，而 M 牧场占地仅仅 1 000 亩，远远达不到就地利用的规模。为此，M

牧场采取了扩建露天化粪池的措施来处理沼液。专业技术壁垒使得牧场周边村民即使察觉、意识
到巨量沼液给村庄带来的环境风险，也没有相关证据，只是觉得“牛粪太臭了、影响生活”。2008

年，一场暴雨暴露了 M牧场偷建化粪池以存储沼液的污染行为，使得企业的污染行为显露。在当
地村民的利益表达行动下，地方政府约谈 M牧场负责人，要求牧场做出整改。

2． 合理化环保指标遮蔽污染实情
从相关政府文件中似乎可以得出 M牧场沼液污染问题正在得到积极解决且效果良好的结论。

首先，从已有文件、通知上可以获得的信息是，当地政府一直在规范企业污染行为。近年来，M 牧
场所在的区人民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切实履行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整改措施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快沼液环境污染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同时区农业部门也先后下发
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实施进度的函》《关于落实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专家指导意见的
函》，市农业部门也下发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M牧场沼液还田有关事项的通知》。在
2017 年，由区农委牵头划定该区的禁养区、可养区、限养区，对禁养区内所有的禽畜养殖户和限养
区内的部分禽畜养殖户依法限期关闭、搬迁、取缔或转产，并对养殖专业户的养殖规模进行了严格
规定。在此背景下，M牧场所在地被划为整个区内唯一的可养区。其次，基层环保部门设立了对
M牧场的专用检测台账、聘请专家做环境评估。从台账上看，M 牧场周边地区各项指标均达标，也
即 M牧场周边环境指标均达到了规定标准( 见图 1) 。

图 1 2016—2019年 AS市环保局对 M牧场的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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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显示的是 AS市生态环境局自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 月间对 M 牧场周边某雨水排出
口水质的监测数据。生态环境局公布的指标有两个: 氨氮和化学需氧量。从图 1 可以看出，除了
2017 年 4 月监测出的化学需氧量高于标准线，其他时间段监测出的数据均远在标准线以下，而
2016 年 10 月以前和 2019 年 8 月以后的检测数据均未公布。即使如此，已经公布的监测数据尚存
疑点。首先，每次测量的雨水排出口的位置未显示，且测量时间均为午夜 12 点，测量的数据是否
可以代表当地的沼液污染情况? 其次，氨氮和化学需氧量两个指标是否足够呈现? 此外，也尚无

对 2017 年 4 月化学需氧量超标的情况做出解释。在 2018 年环保督察时发现，M 牧场用暗管将约
10 000 m3沼液排入废弃沟塘贮存，仍然存在严重的偷排行为。2019 年 5 月，当地政府聘请专家现
场勘察、对存在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但一直没有公布评估结果，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公众无法对政
府的检测数据做出判断。这种强调政府行动、忽略行动后果事实的行为，降低了公众的技术感知
度，极易遮蔽污染实情。

3． 环境整治背景下的“政经同盟”

政府 企业的同盟关系是企业“合理化环保指标”，使得污染企业“漂绿”策略得以成功的内在
逻辑。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权力授权于上级政府，上级政府的战略定位对基层政府的行
为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张玉林发现，在整个体制开始重视环境维度的时候，基层政府在环境治
理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他总结了基层政府行为的第二层压力———生存压
力［26］，即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的维持和运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主要来自工商企业所
缴纳的税收。对于基层政府来说，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27］，在环
境压力不甚明显的情况下，政府倾向于保经济。目前我国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将其作为政府业绩
考核的重要指标。“环境保护”与官员的业绩、升迁直接达成正向关系。按照“政绩跑步机”理论，
在政绩考核的激励作用下，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对污染企业进行严格管理、解决污染企业常年积累
的环境负债［28］。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仍然为污染企业提供“伞式保护”［24］。
在环境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为何部分污染企业的“漂绿”行为不仅持续存在，还可

以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在业绩、税收、就业等正向刺激以外，笔者发现，污染企业的性质也是一
大因素。类似于 M牧场的大型污染企业，带来的污染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在自上而下
的环境治理考核的压力下，在公众要求尽快看到环境治理效果而地方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污染问

题的有效办法时，地方政府倾向于暂时“遮蔽”污染问题。在人为操作之下，地方官员的环境责任
考核逐渐流于形式，地方政府的“遮蔽”倾向给予污染企业自我绿色宣传的“底气”。
在技术壁垒下，上级政府和民众未能获得最为原始的环境保护监测数据，因此，往往将官方的

环境保护监测数据作为衡量企业污染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合理的监测数据不仅显示出政府良
好的环境治理效果，还印证了企业“绿色生产”的“真实性”。留痕化、数字化的治理技术普遍应用
于政府管理过程中，在暂时没有找到治理的最佳路径时，给污染企业定性“绿色企业”会产生反向
适配效应，即环境保护往往只为满足技术要求，沦为形式主义。污染企业在公关过程中较多使用
政府监测数据，增加自身的可信服力。因此，“政经同盟”下的监测数据合理化策略不仅是地方政
府的暂时“遮蔽”策略，更是污染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内容。

三、“巧用”媒体:市场驱动下的绿色宣传策略

在市场逻辑驱动下，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塑造符合公众期待的社会形象。污染事件距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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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活世界较远，因此，完全不在场的公众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媒体，在海量信息的冲击下，公

众倾向于相信接收频率较高的信息。利用媒体宣传企业形象、规避企业污染责任，是企业印象管

理的重要策略。M牧场积极宣传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尽量避开沼液污染的问题，并将“主

动污染者”形象巧妙地转化为“被动污染者”。传播学将这种为了操纵受众对特定事物认知，过分

强调某一方面而又有意忽视其他内容的行为称为“洗牌作弊法”［29］。
1． 采取积极的正面宣传策略

目前，在搜狐网等媒体上可以搜索到《央视聚焦 M 牧场，实地探索牧场废弃资源循环利用奥

秘》《M牧场养殖业反哺种植业树循环经济典范》《奶业脊梁引领未来》等正面报道的文章。在这

些报道中，对 M牧场扩建“全国最先进的沼液处理和循环利用系统”的报道尤为突出。M 牧场的

沼液处理和循环利用系统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自动清粪系统刮粪机将生粪清入沼气池，经稀释投

入反应罐，加入菌种发酵，产生沼气、沼液及沼渣。沼气经管道运输供厂内发电机房发电、锅炉房

供暖及焚烧炉焚烧死牛。根据 M 牧场的统计，该循环利用系统的沼气池每日产气量在14 000 ～

15 000 m3之间，基本可供厂内正常运作。沼液经脱渣后，部分进入回冲池供清理牛舍使用，部分由
外包车装载运出灌溉农田。沼渣继续发酵，达标后用于铺垫卧床①。从媒体的宣传报道来看，这是

一个绿色、无污染的处理系统，如果沼液的处理率和成果利用率均达 100%，是不可能对周边环境

产生污染的。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M 牧场在多地随意倾倒废液，被指严重污染环境和危及取

水安全。M牧场在公众面前宣传实行了严格的环境保护处理措施但暗地里大大放松沼液处理力

度的行为，被《南方周末》总结为“前紧后松”②。
2． 转移污染责任，转移公众注意力
( 1) 强调“相对无污染”

“这么大的牧场，产生巨量牛粪是很正常的……我们牧场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沼液处理设

备……沼液处理对于任何一个大型的乳品企业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我们所说的无污染

是相对的概念，我们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沼液污染，不断扩建沼气循环处理设备，也成立了环保中

心，招聘研究生、本科生专门负责难题攻关”。( 访谈编号: MC20151102，牧场公关人员)

( 2) 推卸污染责任
M牧场将丹村村民的拒绝配合、地方政府的消极支持视为导致沼液无法及时消纳的关键。

“我们自建立伊始就设计了‘牧草种植 奶牛养殖 原奶加工’的绿色经营模式，牧场周边气候

温暖湿润，土质疏松、排水良好、肥沃湿润，非常适合种植麦冬、苜蓿等牧草……但是村民一直拒绝

流转土地给我们”③。( 访谈编号: MC20151102，牧场公关人员)

“从 2005 年到现在，已经 12 年了，几个老总找镇政府、区政府 ( 要求增加配套用地) ，政府说

好，我们来流转，可是光喊口号不行动。老百姓就不把地给你，你能打他骂他吗?”( 访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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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卧床指的是为牛提供休息的地方，组成部分有牛卧栏、牛颈轨、配套抱卡和螺栓，根据牛的体型可灵活调整，其主要功能是规
范奶牛休息位置，使其“睡有其位”、互不干扰，以保证其高质量睡眠和牛体安全，沼渣垫料可以改善卧床的舒适度。
参见:袁端端，冯洁．2012中国漂绿榜［EB /OL］．［2020－11－19］．http:∥www．infzm．com /contents /86026．
虽然 M牧场给丹村带来就业、道路硬化等方面的好处，但由于其用地是当初地方政府强行征地所得，加上牧场常年乱排沼

液、大批辞退在牧场工作时违反规章的村民等原因，牧场与丹村村民关系十分紧张。丹村村民不仅拒绝再次流转土地，还准备于
征地合同到期( 2025年) 时要回土地。



MC20151102，牧场公关人员)

面对沼液处理难的问题，M牧场没有选择削减养殖规模，而是将沼液任务外包给几位当地村

民组成的合作社。一旦沼液拉出牧场大门，沼液处理的主要责任人就是合作社了。

“自 2016 年起，我们就将沼液处理的任务全权交给合作社了。我们给他们承包费用，他们帮

我们处理……签订合同时把沼液的处理方式都沟通清楚了，如果沼液处理方式不当，村民举报的

话，我们会对合作社提出罚款”。( 访谈编号: MC20151102，牧场公关人员)

总之，M牧场塑造了致力于升级沼液处理设备，但囿于一些客观因素不得不制造污染，并积极

采取措施降低污染影响的“无辜”形象。

四、分化群众:经济利益诱惑下的平息策略

1． 逐步分化利益表达群体

经过实地调查，笔者发现 M牧场采取的分化村民群体的策略直接导致丹村沼液污染“消失”

于公众眼前( 见图 2) 。

首先，通过经济诱惑模糊村民环境保护目标。丹村赌博风气严重，尤其流行“炸金花”。从事

农业获得的收入微薄，无法支撑赌博所需。在镇上工作工资相对较高，且工作地点离家近，因此村

民逐渐放弃传统的农耕，闲置了大片的良田和池塘。

“家里的田荒在这个地方没用……然后他打个热线，讲我家需要几车子牛粪……一车子牛粪

是给 30 块钱”。( 访谈编号: DC20151102，丹村村委会主任)

对村民来说，顺应天时施肥浇水本应是最普通的常识。为了换取赌资，村民甚至仿照种植庄

稼的轮作制，采取了沼液排放轮作制，即将田地划分成几小块，轮流装载沼液。数不清的小块良田

因为直接装载沼液而失去培育能力，成为废田。最后村民干脆将废田完全视为天然化粪池，放弃

传统的环境伦理规范，变保护者为污染者，在环境污染中获益。

其次，通过外包沼液处理让村民参与进来。如前所述，M 牧场改变了沼液处理方式，不再采用

露天沼液池堆放的方式，而是将沼液处理任务外包给由几名丹村村民组成的合作社，将污染的责

任转移到村民身上。合作社成员长期背负村民指责，加上村民对沼液是否倾倒在自家门前特别关

注，沼液处理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 2017 年合作社将沼液处理任务二次承包给村民，村庄内沾亲

带故的熟人网络削弱了村民的抗争意愿。

“来保是我家远房亲戚，他和几个人把村子后面大坝里的水抽干，腾地方装沼液，不信你去看

看……原来是无业游民，没有工作，天天闲在家里，田也懒得种，现在把这个当作职业来做……应

该没有人举报，是亲戚，不好说，我们就在背后讲讲”。( 访谈编号: DC20170216，普通村民)

最后，鼓励附近村民搬迁。为了减少受污染影响的村民数量，M 牧场积极鼓励周边村民搬迁。

生态环境保护局在官网上公布了“截至目前，M牧场对周边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全部实施搬迁”

的消息。M牧场推动村民搬迁一方面使得村民远离之前的生活环境，自身污染感知度下降; 另一

方面从根本上瓦解了抗争力量，削弱了公众污染感知的可能性。再加上村庄空心化，农村精英流

出，激进的利益表达者通过搬迁进入城市，村庄利益表达群体力量失衡。村庄目前常住人口大约

占全体村民的 5%，其中以 60 岁以上老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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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牧场分化当地村民群体的实践框架

2． 村民群体分化与利益表达

以往的环境抗争研究多将地方政府与企业视为利益共同体，将当地民众归纳为环境决策的局

外人和污染受害者。笔者认为，将所涉群体完全割裂开来的互动论倾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环境

抗争的主体是受害者，从道德视角来观察这种群体性事件，极易单一地将污染地的居民视为被动

的受害者。然而，当地民众一定是被动的环境受害者吗? 此外，很多学者观察到了环境抗争目标

的短视性。从长远视角来看，当地民众抗争的最终归宿往往只是获得经济补偿，而将污染企业搬

离污染地作为抗争目标的概率极低。为何环境抗争具有不彻底性? 从受害群体的角度出发，环境

社会学界对环境抗争的动力因素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例如，冯仕政在关于抗争的研究中关注了

抗争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网络疏通能力因素［30］，黄家亮分析了环境抗争中的社会文化因

素［31］，等等。张玉林明确提出在环境冲突中，农民与“企业+政府”力量具有强烈的非对称性［26］。

船桥晴俊的“受益圈 /受苦圈”理论看到了受害与受益群体重叠下抗争目标模糊的可能性。其实，

受害群体内部并不完全一致，且这种不一致性和内部小群体之间的非对称性是造成环境抗争不彻

底的重要因素，值得学界关注。

通过利益诱惑最大限度地扩大受害与受益群体的重叠度，使利益群体力量失衡，是污染企业

“漂绿”策略中最重要的一环。王晓毅认为，农民之所以最终失去抵御污染转移的能力，是因为农

村的本土知识逐渐让位于外来知识，外界力量在农村取得越来越强的支配权力［32］。其实，在利益

表达群体分化策略下，随着身份的多重化，部分村民逐渐抛弃指导其环境友好行为的本土环境伦

理，摇身一变成为主动污染者，部分村民通过搬迁远离污染区域，最终，村民对环境的敏感度下降，

降低了抵御环境风险的能力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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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1． 结论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国内环境社会学界一般将“问题化”视为受污染群体层面利益表

达的工具，将“去问题化”视为政府层面的环境治理逻辑。其实，“去问题化”同样适用于企业，且

企业污染的“去问题化”研究是环境问题“去问题化”的重要补充，关注企业的“漂绿”策略及其背

后的社会逻辑，有助于理解在环境整治背景下，企业污染走向隐性化，仍然得以存续的原因。

污染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并不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从互动论的角度出发，M 牧场

的“漂绿”策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①合理化环保指标，即与当地政府达成“同盟关系”，在地方政

府的“伞式保护”下，将环保指标操作化达标; ②整饬形象，即通过媒体的正面报道，塑造绿色企业

形象;③分化利益群体，即通过利益诱惑，分化利益表达群体，模糊受益者与受害者群体界线与表

达目标，缩小企业污染的社会影响度( 见图 3) 。

技术壁垒下的公众了解污染解决程度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政府公开的信息和媒体公开的信息。

首先，在生存压力、发展压力以及环境督察直接施加的压力之下，在任职期限短和污染解决长效性

的对比之下，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不完全公布官方检测数据等方式，达到“遮蔽”污染问题的

效果。其次，媒体信息对公众环境评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企业一方面购买媒体服务积极宣传正

面信息，隐瞒 /否认负面信息;另一方面利用绿色公关，采用转移污染责任、开“空头支票”等策略挽

回企业声誉。此外，利益表达群体内部不对称性和内部利益不完全一致性对抗争目标产生影响。

通过利益诱惑分化受害群体，化敌为友，化保护者为污染者，是污染企业“去问题化”的重要步骤。

同时，在村庄空心化趋势下，将污染“问题化”的村庄精英的流出已成必然。利益表达群体力量的

失衡直接导致污染事件社会影响力减弱。

图 3 企业污染“去问题化”的实践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M牧场沼液污染问题能够成功“去问题化”，和企业本身的性质有强烈的相关

性。首先，产品的特殊性。牛奶不仅关系国民健康，本土企业还要与国际企业展开竞争。奶源的

规模化养殖是时代趋势，牧场必须建在加工厂附近，不然会降低原奶品质，因此，不可能因为存在

沼液污染就将其关停。其次，技术的限制性带来的社会包容。技术的突破与“漂绿”行为之间具有

负相关性［33］。技术一般被认为是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技术的升级具有滞后性，因

此社会对技术性解决污染问题的手段持有一定的宽容度。M 牧场利用了这一社会心理，积极宣传

内部处理设施的绿色化，获得了公众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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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环境治理宜疏不宜堵。相对于解决问题，掩盖问题似乎更加容易，但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

污染企业“漂绿”行为逻辑具有系统性特征，相应的环境治理也必须秉持系统性思维，即不能仅仅

依靠或者拔除某一角色的力量，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媒体、村民等环境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

从政府层面而言，应当科学把握“政经同盟”的尺度，即建立科学、正面的政经关系。一方面对

企业污染事实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实事求是地根据污染企业的性质，制定科学的政绩考核机

制，因地制宜、分时间段设立治理目标;另一方面要克服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的

便捷感，从源头发现、解决问题。以 M牧场沼液污染为例，地方政府可以计算科学的配给土地亩数

并积极流转以及时消纳沼液;根据目前沼液还田亩数控制牧场存栏量; 公开、公正地监测牧场周边

环境动态;严惩村庄内乱排沼液的污染行为。

从企业层面而言，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努力打破污染与收益的

负相关关系以及针对环境治理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污染物的影响力，例

如，根据污染物处理速度决定生产规模，而不是一味追求生产规模化; 另一方面，不仅要摆脱将污

染处理设备改造视为恢复生产的工具性措施的消极应对情绪，还要积极思考环境保护行为与经济

效益挂钩的可行途径。以 M牧场为例，在积极升级沼液处理设备的同时，还可以积极流转土地来

种植消纳沼液率高的牧草，这样既缓解了沼液处理压力，又可以节约牧草运输成本。

从媒体层面而言，媒体应提高对污染企业越轨环境行为的重视程度，保持中立性。一方面应

积极报道企业“漂绿”行为，增加对污染企业越轨环境行为的披露频次，减少相关环保信息的不对

称性以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和监督力度; 另一方面应保持中立性，客观如实报道“漂绿”新闻，不做
“漂绿”企业的片面宣传者。

从村民层面而言，村民搬迁并不是受污染村庄的唯一出路。地方政府可以调动村民的积极

性，鼓励其运用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长期积累的、贴合实际的生态知识，参与到“污染”治理的

过程中，从“污染帮凶”回归到“环境保护者”的身份。例如，村民可以改种消纳沼液率高的青稞、

小麦，将产品直接转售给牧场，实现绿色生产。政府如何调动村民积极性? 村民的地方性经验知

识对改善当地环境的可能性又如何? 这些问题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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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aste separation governance，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municipal waste separation in Shanghai and other cities in China．
Practice and Logic of "Greenwash" for Polluting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Biogas Slurry Pollution of M
Pasture WANG Xuan
Abstrac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complicated，especially in the pollution control of enterprises． Deconstructing the "
greenwashing" strategy adopted by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critical to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dilemma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case study shows that the enterprises take the public pollution perception as the
target，and adopt the " greenwashing" strategies of rationalizing the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image deco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est groups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the media and local people． The specific logic behind it is as follow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ong-term nature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the short-term requirements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leads to the
official tendency of shielding; driven by the market logic，enterprises selectively disclos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media，actively
publicize the positive image，and shift the pollution responsibility and public attention in the meanwhile; enterprises use economic
benefits to blur the boundaries of the village's beneficiary and victimized circles，encourage relocation，so the villagers' willingness
and intensity to speak up is reduced． The dilemma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 adds to more obstacle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n
the one hand，they try to cover the pollution problem; on the other hand，they still rely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to reduce the
pollu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it is necessary to‘discover’ the pollution，which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titi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s，media，and the masses．
Research on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Taihu
Lake Basin YUAN Guangda，ZHONG Ye，GUO Yiwe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s economy，cross-border problems such as high pollution and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leading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However，China' s current financial mechanis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s not perfect，and the market-
oriented operation means are relatively single． This leads to an 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compensation funds and low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Therefore，new policy research and design are urgently needed． This paper
takes Taihu Lake Basin as an example，adopts the entropy method and index analysis method，selects 15 indicators from 2009 to
2018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Taihu Lake Basin based on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direct cost of ecological damage． And with a study to the impact of various indicators on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basin，a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model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LIN Yuanyuan，SHAO Jiarui
Abstract: Ecological livabil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but how to cultivate the pro-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r behavior intention of rural tourism tourists is still short of in-depth stud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 by using the cognitive-affective-sensory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Huanglongxian，" the most beautiful leisure countryside in China" was adopted for the case study． Through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it was found that: ( 1) Tourists felt Huanglongxian's tourism experiences through vision，taste，smell，hearing
and touch were transformed into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mages，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all image of destination; ( 2) Tourists'
cognitive perceptions of rural tourism we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ones with the environment，and the positive destination image
wa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 ( 3 ) Th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the
rural tourism context includes four types: resource-conserving，compliance，promo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which are dominated
by resource-conserving and complianc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 supplemented by promotion type and green
consumpti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emphasiz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compliance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orms and green consumption．
Influence of Paradoxical Leadership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NIU Chenchen，LIANG Fu，YANG J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ired survey data of questionnaires over 45 leaders and 253 employees，this paper explores how paradoxical
leadership affects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With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we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paradoxical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adoxical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aradoxic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moderat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tween paradoxic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positiv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 by
changing leadership styles，thereby 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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